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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越大，民众对中国的评价越负面。研究结果提示，中国加强对外投资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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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2013 年和 2014 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拥有最大对外投资

流量的发展中国家。① 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外贸易和投资成为

影响中国经济以及对外关系的关键。目前研究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

海外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②经贸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治理等，③较少涉及其他国家对中

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态度。虽然有部分文献研究外国政府对中国海外经济战略的解读

与反应，④但从公众层面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仍然缺乏。海外公众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活

动，不仅影响中国在当地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也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配合中国共

建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的意愿。以缅甸为例，由于一小部分民众认为中国投资的密松水

电站项目会破坏当地环境，进行抗议活动，导致该项目被迫于 2011 年暂停。当地民众

还错误地指责中国的经济活动为“新殖民主义”。相关负面评价影响至政府层面，缅

甸政府于 2014 年 7 月搁置两国铁路项目。类似的案例还有斯里兰卡于 2015 年暂停

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这些事例表明海外公众对中国投资和贸易活动的态度与中国的

国家利益密切相关。⑤

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如何影响海外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国际学术界目前有两种截

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部分学者承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海外投

资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引起部分原住民的不满; ⑥中国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挤占海

外本地生产商的市场，引起当地工商业阶层不满，即所谓的“新殖民主义”; ⑦中国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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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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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中国 跃 居 世 界 第 一 货 物 贸 易 大 国》，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fortune /2014 － 03 /02 /c _
119565636. htm，访问时间: 2016 年 4 月 2 日。

李丹、崔日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载《经济学家》，2015 年第 8 期，第 62—70 页; 温

丽琴、卢进勇:《中国跨国公司构建自主国际生产经营网络研究》，载《亚太经济》，2012 年第 6 期，第 59—64 页。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6 期，第 138—155 页; 杜德斌、

马亚华:《“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载《地理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1005—1014 页; 李晓、李
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0 期，第 30—59 页。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5 期，第 42—57
页;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0 期，第 104—132 页。

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载《地理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59—64 页。
Princeton Lyman，“China’s Ｒising Ｒole in Africa: Presentation to the US China Commission，”July 21，

2005，http: / /www． uscc． gov，访问时间: 2016 年 6 月 3 日。
Johan Norberg，“China Paranoia Derails Free Trade，” Far Eastern Economic Ｒeview，Vol． 169，No． 1，

2006，pp． 46 － 49; Alex Fernandez Jilberto and Barbara Hogenboom，“Developing Ｒegions Facing China in a Neo-
Liberalized World，”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Vol． 23，No． 3，2007，pp． 305 － 339; Firoze Manji and Ste-
phan Marks，African Perspective on China in Africa，Nairobi: Fahamu，2001．



材料产地的投资建设，较少雇用当地工人，引起当地基层抱怨等。① 另一方面，许多学

者通过调研发现，中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改善了海外民众的生活质量，获得大部

分特别是中下阶层民众的认可。② 另外，对非洲和大洋洲岛国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

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受到欢迎，并没有产生强烈劳资矛盾或者引起本土居民不满。③ 一

些发展中国家精英，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对于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成功的中国发展模式在当地的延续。④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说

明中国的经济活动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获得较多民众信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较少。

由于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个案或区域( 如非洲和大洋洲) 研究模式，主要关注单个国家

或者区域国家对中国态度的特点和趋势，缺乏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因此，现有文

献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活动在一些国家能够获得较多民众支持而在另

一些国家却较少，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迅速增加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东亚周边九个国家对华经济活动的态度来探讨这一问题。选

择东亚地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虑。第一，东亚地区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截至 2015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 40. 18%，⑤而

2012 年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据总量的 65%。⑥ 第二，考虑到东亚国家对

华态度差异较大，且它们各自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

因此，相比非洲和大洋洲岛国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对该地区的研究更具有代

表性。第三，东亚在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东亚地区的安全冲突

尤其是领土领海争端也十分密集。该地区处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海上丝绸

之路”起始地带，也是中国多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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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Liang，“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s Economic Power Sufficient?” Asian Perspective，Vol． 36，

No． 4，2012，pp． 667 － 692．
Vivien Foster，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Ｒ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D． C． : 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9;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n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African Studies Ｒeview，Vol． 50，No． 3，2007，pp． 75 － 114．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9，2009，pp． 728 － 759; Shahar Hameiri，“China’s‘Charm Offensive’ in the Pacific and Australia’s Ｒe-
gional Order，”The Pacific Ｒeview，Vol． 28，No． 5，2015，pp． 631 － 654．

Paul Moorcraft，“Why Beijing Is Winning in Africa，”Business Day，February 2，2007; Michael Chege，

“Economic Ｒelations Between Kenya and China，1963 － 2007，” The Guardian，2006; Jennifer Cooke，ed． ，U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Prospects for Improving US-China-Africa Cooperation，Washington，D． C． :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8，pp． 12 － 32．

数据来源: IMF Database，http: / /www． imf． org /en /Data，访问时间: 2016 年 3 月 15 日。
数据来源: UNCTAD Statistics，http: / /www． unctadstat． unctad． org /EN /，访问时间: 2016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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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CEP) 的主要地区。研

究的结果对中国经济外交更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将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 1) 中

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如何影响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评价? ( 2 ) 哪些因素影

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聚焦第一个研究问题，通过多

层模型来分析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如何影响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第三、

四、五部分聚焦第二个研究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其中第三部

分在分析第二部分结果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理论不足，提出调节效应理论模型。第四

部分是变量测量与调节效应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基于实证结果分析经贸关系与民众

对华态度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对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总结。

二 东亚周边国家对华经济依存度与其民众对华态度

为了厘清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与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之间的关

系，本研究首先调取第三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ABS) ①中的各国民众对中国态度的数

据。该调查涉及多个领域，于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1 月进行，涵盖东亚 13 个国家

和地区。本研究选取菲律宾、泰国、蒙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印

度尼西亚( 由于越南对中国的态度数据缺乏，未包括在内) 九个国家，共 11973 份有效

问卷。调查对象对中国态度的具体测量问题和赋值见表 2。

然后，我们使用这些国家对中国贸易和投资依赖程度来衡量中国与它们经济关

系的紧密程度。具体说，我们首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 UNCTAD) 数据库中获得中国( 大陆) 与这九国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以及这些国

家自身的总体贸易和投资数据。根据衡量贸易相互依赖程度的相对法( B = Xij /Xi，

其中，Xij 表示 i 国对 j 国的贸易量，Xi 表示 i 国的全部贸易量) 计算出这些国家对中

国贸易依赖程度的相对比值，比值越高说明对华贸易对该国影响越大。② 同样，我们

计算出这些国家对中国投资依赖程度的相对度量值，结果见表 1。其中贸易关系取

·331·



①

②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与台湾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共同主持的大

型调查研究项目。该项目利用社会调查方法，长期追踪东亚 13 个国家与地区公民政治行为和态度。该项目已经

完成四轮调查，是国际晴雨表调查( Global Barometer Survey) 项目的区域成员。
余诚、秦向东:《从贸易角度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国际商务版) 》，2011

年第 5 期，第 43—53 页。



四年( 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加上此前 3 年) 数值的平均值; ①“投资关系”指中国对该

国的直接投资存量( FDI Instock) 占该国外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②同样取四年数值的

平均值。

表 1 东亚周边国家对华经济依存度及其对华态度均值

菲律宾 泰国 蒙古国 新加坡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日本 柬埔寨

贸易关系( % ) 9. 07 11. 13 49. 85 10. 35 20. 43 11. 01 12. 42 19. 8 13. 12

投资关系( % ) 1. 31 0. 58 54. 52 1. 32 1. 18 2. 64 0. 49 0. 16 15. 87

对华态度均值 4. 28 3. 92 3. 14 4. 11 3. 48 4. 29 4. 16 3. 05 4. 48

资料来源: ABS 第三轮调查，IMF database，UNCTAD statistics。

图 1 东亚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及其对华态度均值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 ABS 第三轮调查进行的这段时间( 包括前几年) ，中

国与这九个国家的经济关系相当紧密。贸易依赖度最高的三个国家是蒙古国、韩国

和日本，对华贸易分别占据各自贸易总量的 49. 85%、20. 43% 和 19. 8%。其他六个

国家稍低，但都占据各自国家对外贸易量的 10% 左右，其中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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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考虑到经贸活动对态度变化有滞后效应，我们取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再加上此前 3 年数值的平均值。
我们使用投资存量而不是投资流量( 或者两者之和) 是基于两个考虑: 第一，存量对民众态度的影响比较

明显。第二，中国对各国投资流量数据中存在负值( 可能是由于中国撤资所引起的) ，会对数据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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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2% 和 12. 42% ) ，而菲律宾稍低( 9. 07% ) 。在投资方面，中国对蒙古国和柬埔

寨的投资存量占其外来总投资存量的比率 ( 54. 52% 和 15. 87% ) 大幅高于其他国

家，说明中国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投资国。中国对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印尼的投

资占其外来总投资的比率较低( 1. 31%—2. 64% ) ，影响不大。而中国对泰国、马来

西亚和日本的投资占其外来总投资比例就更低( 均低于 0. 58% ) ，说明中国投资存

量影响很小。

这些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或者他们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

说，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蒙古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比较负面，均值都低于 4( “有一点

正面影响”) ; 而东南亚的菲律宾、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比较正面，均值

都高于 4; 泰国接近 4，处于“一般”水平。这九个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受到多方面

因素影响，从宏观上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受到政府间关系、历史恩怨

和现实领土冲突等因素影响，态度比较负面，而某些国家如柬埔寨接受较多中国援助，

比较亲华; 微观层次上说，这些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也会受到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教

育水平、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影响，而且这些个体因素在不同国家差异相当大，如日韩等

国民众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比其他国家高。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考察经济依

存度与民众对华态度之间的关系，要同时控制上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需要对

经济依赖度与对华态度进行多层模型分析。在介绍具体的分析之前，这里先介绍相关

控制变量。

( 一) 控制数据来源与处理

微观控制变量包括以下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 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

和经济收入水平。这些变量均来自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具体的调查问题，测量表和

均值见表 2( 括号内为该题目在 ABS 中的题号及英文符号) 。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主

要包括政府间关系、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人均接受中国援助，具体测量和赋值见

表 2。

表 2 因变量及控制变量描述

调查问题 测量量表 均值

因
变
量

对 中 国 影 响 的 评 价
( Q161)

大体 而 言，您 认 为 中 国
对贵国的影响如何?

1—6 代表“非常负面—非常
正面”

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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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含义及说明

微
观
控
制
变
量

性别( QSE2) 您的性别? 0 = 女，1 = 男 0. 49

年龄( QSE3) 您出生在哪一年? 根据出生年计算年龄 49. 75

教育水平( QSE5) 您的最高教育水平?
1 = 小学及以下，2 = 中学，3
= 大学，4 = 研究生及以上

1. 93

社会地位( QSE12) 您家庭的社会地位?
1—10 代表由低到高的十个
层次

5. 39

经济收入 ( QSE13) 您的家庭收入水平?
1—5 代表由低到高的五个层
次

2. 56

宏
观
控
制
变
量

政府间关系

与中国政府的正式合作关系，1—5 依次代表非伙伴关系、合作伙伴
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 合作) 伙伴关系、全面战略( 合作)
伙伴关系。① 以上五种关系的友好密切程度逐级递增。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历史恩怨

判断中国与该国“是否存在历史恩怨”的标准是历史上双方在政府
或民间层面是否出现战争或纠纷; 我们通过两个维度相加进行赋
值，数值越大代表历史问题越多。第一个维度是“恩怨的强度”，指
中国与该国的历史恩怨是否涉及战争，是则为 1，否则为 0; 第二个
维度是“恩怨的时间”，时间越近，对双方关系的后遗影响越明显。
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界线，②在此之前赋值为 0，反之则为 1③

人均接受中国官方
援助④

该变量用中国官方对该国的发展援助( ODA) 金额除以该国人口总
数，单位为美元 /年·人⑤; 考虑到援助的滞后效应，本研究 ODA 金
额取 4 年( 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 + 此前 3 年) 的平均值，人口数量均
取 2010 年的值。由于该值在这些国家中差异巨大，影响多层模型
的准确性，我们采取分段赋值的办法，值域为 1—6，数值越大，人均
接受援助越大。数据来源: China． AidData; The Population Ｒefer-
ence Bureau( PＲB)

领土争端 调查期间是否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0 = 没有，1 = 有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中国外交部、IMF、UNCTAD 等数据自制。
注: 本研究对以上 ABS 数据中所有回答“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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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第 62—
95 页。

采用这个时间点是考虑到大部分东亚国家都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才进入各自近现代历史。
两个维度相加的值域为 0—2，由于 0 影响统计模型的准确性，我们将所有国家的分数统一加 1，调整为

1—3。
由于援助主要作用于受援助的个体，为了更客观地考虑援助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人均数值。
ODA 这里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CED) 的定义，是指“一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促进经

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且赠予成分不低于 25% 的赠款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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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多层模型实证分析

由于投资和贸易在经贸关系中具有明显差异且相关度不高，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经

济依存度和民众对华评价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了两个多层模型，分别以贸易和投

资依存度为自变量，对华影响评价为因变量，并控制上述宏观和微观变量以排除干扰。

具体结果见表 3。模型 1 和模型 2 展示了微观和宏观控制变量与因变量( 对华评价)

之间的关系。模型 1 中表征对中国评价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达到了 0. 173 的水平，①

明显高于由雅各布·科恩( Jacob Cohen) 提出的 0. 059 差异判定标准。② 这说明在关

于“对中国评价”这个问题上，各国国民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模型 3 和模型 4

显示在控制上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变量后，东亚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与其民

众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呈现显著负相关( β = － 0. 018，p ＜ 0. 001) ，投资依赖度与对华评

价同样呈现显著负相关( β = － 0. 011，p ＜ 0. 01) ，即与中国经济关系愈紧密的国家，其

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愈负面。这个结果显然与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促进民众友好关系的

预期相反。而这种负相关关系显然对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是不利

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负相关的关系呢?

表 3 对中国评价的多层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个体变量

性别
0. 012

( 0. 022)
0. 012

( 0. 022)
0. 012

( 0. 022)
0. 012

( 0. 022)

年龄
0. 002

( 0. 001)
0. 002

( 0. 001)
0. 001

( 0. 001)
0. 002

( 0. 001)

教育水平
0. 028

( 0. 0184)
0. 029

( 0. 018)
0. 031

( 0. 018)
0. 031

( 0. 018)

社会地位
0. 022＊＊＊

( 0. 006)
0. 021＊＊＊

( 0. 006)
0. 020＊＊

( 0. 006)
0. 020＊＊

( 0. 006)

经济地位
－ 0. 001

( 0. 010)
－ 0. 001

( 0. 010)
－ 0. 002

( 0. 010)
－ 0. 002

( 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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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CC 计算公式为 var( μ) /［var( μ) + var( ε) ］。
Jacob Cohen，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ahwah: Erlbaum，1988．



续表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国家变量

政府关系
0. 080

( 0. 054)
0. 077*

( 0. 033)
0. 078*

( 0. 039)

历史恩怨
－ 0. 513＊＊＊

( 0. 086)
－ 0. 325＊＊＊

( 0. 071)
－ 0. 406＊＊＊

( 0. 072)

官方援助 ODA
0. 040

( 0. 058)
0. 083*

( 0. 037)
0. 100*

( 0. 047)

领土争端
0. 345*

( 0. 152)
0. 189

( 0. 101)
0. 187

( 0. 123)

贸易关系
－ 0. 018＊＊＊

( 0. 004)

投资关系
－ 0. 011＊＊

( 0. 004)

截距项
3. 609＊＊＊

( 0. 177)
3. 887＊＊＊

( 0. 252)
3. 887＊＊＊

( 0. 164)
3. 755＊＊＊

( 0. 194)

var( μ) 0. 246 0. 034 0. 012 0. 017

var( ε) 1. 172 1. 172 1. 172 1. 172

样本数 9499 9499 9499 9499

国家数 9 9 9 9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中国外交部、IMF、UNCTAD 等数据自制。
注: 因变量为“对中国影响的评价”，* p ＜ 0. 05，＊＊p ＜ 0. 01，＊＊＊p ＜ 0. 001。

三 现有理论解释与建构主义的假设

对于一国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该国的评价，学术界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目前主要有四种视角。第一种是传统的新

功能主义( neo-functionalism) ，该范式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观念“溢出效应( ide-

ational spill-over) ”的理论模型。① 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B． Haas) 认为经济的融合，

也就是一国对周边国家经济活动增长，将会在受影响国家的民众特别是精英( 主要是

利益集团和政党) 中产生一种观念性的“溢出效应”。具体说，如果这些精英( 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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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n Ｒosamond，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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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经济的融合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有动机去支持和扩大这种跨国

经济活动。随着这种跨国经济合作活动的增加，受益者将会对提供经济利益的其他国

家产生认可，并产生进一步经济和政治融合的动力。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看，他们对

从区域层面管理这种跨国经济活动的超国家组织产生忠诚感( loyalty) 。① 尽管在本研

究中，对区域共同体组织的忠诚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是该理论揭示了在经济利益

驱动下，理性个体对提供利益的外部国家产生积极认知。哈斯进一步指出对于受跨国

经济影响的国家，其社会内部结构越是多元化( pluralism) 和民主化、经济发展和工业

化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产生观念溢出效应。这是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有助于

民众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接受外来新鲜事物，避免用狭隘的眼光看待跨国经济活动。

而多元和民主化的社会有助于各种思想的形成和表达，减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②

如果按照上述理论，在东亚九个国家中，东北亚的蒙古国、日本和韩国与中国贸易

依存度最高，而且三国同为西方式民主体制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结构相对

多元，经济和工业化水平远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 除新加坡外)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对

中国的评价最为负面? 上一节的多层分析结果表明，即使控制历史恩怨、现实政治关

系以及领土冲突等因素，贸易和投资依存度与民众对华态度仍然呈负相关，也就是说，

这几个与中国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仍然比其他国家更加负面。

第二种视角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政治精英阶层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的追

求将会影响民众对其他国家经济活动的态度。罗伯特·吉尔平( Ｒobert Gilpin) 认为

经济融合的外溢效应仍然取决于政治动机。③ 政治精英在考虑其他国家经济活动是

否对本国有利时，他们所关注的是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是否有益，

而他们的看法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输，会影响民众的观点。④ 这种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东北亚的蒙古国、日本和韩国政治精英由于惧怕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对民众灌输

“中国威胁论”，影响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框架很难解释当历史恩

怨、现实政治关系以及领土冲突的因素都被控制以后，经贸关系依存度仍然与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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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rnst B． 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 Forces，1950 － 195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Ernst B． Haas，“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

ganization，Vol． 15，No． 3，1961，pp． 366 － 392．
Ｒ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Maxwell McCombs，Setting the Agenda: The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New York City: John Wiley

＆ Sons，2013;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New York City: Ｒandom House，2010．



态度出现显著负相关。

第三种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发展阶段相同或者类似国家之间会产生竞

争，而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则容易产生互补。由于全球产业

链上的相似分工所产生的竞争可能降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感，而

互补关系则可能带来融合与信任，因而一体化较容易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而较少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① 但是，该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与中国同为

制造业国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态度比较正面，而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的

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民众却对中国态度比较负面。

以上三种理论视角分别从受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政治精英的利益取向以及

各国发展程度的互补性来解释经济活动如何影响民众对他国的看法。这几种视角都

忽视了影响民众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主导性的社会思潮或者意识形态———对于民

众看法的调节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利益的界定是主观建构的。亚历山大·温特( Al-

exander Wendt) 认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受到主体文化，特别是现有意识形

态框架的制约。② 同样地，民众判断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否对本国有利也建立在主

流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约恩·赫纳特( Bjorn Hettne) 的研究发现，发展、和平和可

持续发展的环境等社会价值观念密切影响当今一体化的发展。③

哪些认知或者价值观因素会影响民众评价其他国家与本国的经济活动? 我们认

为有两个基本的观念变量需要考虑。第一，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经济依存加深过程

中，当地民众是否感受到经济受惠? 第二，当地民众是否认为经济受惠和经济发展非

常重要? 第一个问题与经济受惠度有关。经济受惠度是指主体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

且自己( 和家庭) 的物质利益增长的程度。根据新功能主义的理论，经济受惠度上升

显然是产生观念“溢出效应”的基础，只有主体的经济受惠度增长，他 /她才能从理性

的角度对带来经济利益的国家产生正面归因，积极评价其影响。

但值得说明的是，民众经济受惠度与一国在另一国的经济活动之间并不是直接的

线性关系。民众经济受惠度的感知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如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政府政

策、国内的投资等。仅仅一个域外国家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影响还同时与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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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ndrew Axline，“Underdevelopment，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The Politics of Ｒeg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1，No． 1，1977，pp． 83 － 105; Charles A． Cooper and Benton F．
Massell，“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No． 5，1965，pp． 461 － 476．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Bjrn Hettn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Ｒ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rn

Hettne，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Ｒegionalism，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99，pp． 1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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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很难分开。但是，经济发展受惠度是影响民众对外国经济

活动态度的一个关键认知变量。只有当个体感受到经济改善且自己受惠，他 /她才有

可能对与本国( 地) 经济相联系的域外国家产生正向归因。很多时候，尽管个体没有

看到自身经济利益增长与域外国家增长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直接关系，他 /她也会倾向

于认为这些经济活动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活动恰好和自身利益增长同时发生，这就容

易产生积极的归因，即心理学上“协变归因理论( co-variation) ”。① 同样，如果个体没有

感受到经济受惠度，就算域外国家的影响是正面的，也很难产生积极情绪归因，甚至会把

自身无法发展的原因归咎于域外国家的活动( 由于两者同时出现) ，产生消极归因。

经济受惠度对于外国公众评价中国的经济影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

发展的经济大国，其影响的方式更多是通过增量而不是存量。这与拥有巨大存量影响

优势的美国和日本相比有很大区别。自 2007 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

的拉动引擎，2007—2009 年年平均拉动 0. 67 个百分点，②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因

此，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更有可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产生认同，而发展缓慢

的地区不仅难以对中国经济产生认同，甚至认为中国是造成经济不振的原因。基于以

上分析，笔者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 经济受惠度调节中国经济活动影响大小与东亚周边国家民众对该影响评

价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民众总体经济受惠度高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

华评价越积极; 相反，在民众总体经济受惠度低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华评

价越消极。

第二个意识形态因素是发展主义( developmentalism) 价值观。“发展主义”在社会

科学中具有两层含义: 其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工

业化和现代化必将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带来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化。③ 该理

论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和马克斯·韦伯( Max We-

ber) 的理性主义，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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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 22，No． 1，1991，pp． 5 － 29; 郁建兴:《发展主义意

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年第 11 期，第 61—67 页。



派之一。其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是社会

的中心任务，并且优先于政治民主发展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建设。本研究中的发展主义

是第二种，是一种强调经济发展作为个人和社会首要利益的价值判断。①

民众发展主义价值观的强弱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根据罗纳德·英格尔

哈特( Ｒonald Inglehart) 的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前工业化阶段、

现代化阶段与后现代化阶段，发展主义在每个阶段的强度不同。在前工业化阶段，

由于经济活动以农业和资源开发为主，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倾向于维护宗教和传统

的先赋权威，发展主义价值观较弱; 而现代化阶段，由于出现工业化、分工专业化，物

质财富开始大量积累，社会主流价值观以成就、理性和科学为取向，强调经济增长，

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收入，发展主义普遍被接受; 而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由于科技高

度发达，物质长期富足，人们对于经济发展需求降低，主流价值观倾向于后物质主

义，即日益追求个人幸福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发展主义价值观重要性降低。②

类似地，华尔特·罗斯托( Walt W． Ｒostow) 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传统社会阶段、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

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中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是发展主义较为

流行的时期。③

发展主义的价值观有利于跨国经济活动产生“观念溢出效应”，因为经济活动的

主要影响是在物质领域，只有重视物质领域才能对产生物质利益的国家给予认可，并

淡化该国家在安全或者政治方面的某些不利影响，特别是当这些影响不严重的情况

下。相反，如果民众将安全或者个人实现( 政治权利和精神满足) 作为首要利益，经济

利益的“观念溢出效应”会减弱。

发展主义价值观对于外国公众评价中国十分重要。中国本身就是发展型国家，政

府以发展主义为导向。④ 另外，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工

业制成品的大量出口。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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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ony Smith，“Ｒequiem or New Agenda for Third World Studies?”World Politics，Vol． 37，No． 4，1985，

pp． 532 － 561．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变化中的价值观: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

1996 年第 3 期，第 7—31 页。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北京: 商

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John B． Knight，“China as a Developmental State，”The World Economy，Vol． 37，No． 10，2014，pp．

1335 － 1347; Adrian Leftwich，“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 Towards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 31，No． 3，1995，pp． 400 －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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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比达到 20. 8%。① 这对于重视物质领域的人和社会来说，大量质优价廉的商业

产品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可能。另外，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也给投资目的地带来经

济发展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具有发展主义价值观的人所重视的。此外，中国对外影响

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推崇的“竞争性民主制度”掌握政治的话语权的东亚国家并不

强。那些重视西方式政治权利的人对中国膨胀的经济影响力会产生抵制情绪。因此，

本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设。

假设二: 发展主义倾向具有调节中国经济活动影响大小与东亚国家民众对该影响

评价之间关系的作用。具体地说，在发展主义倾向强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

中国的评价越积极; 相反，在发展主义倾向弱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中国的

评价反而越消极。

四 经济受惠度与发展主义价值观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

调节作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概念，它指的是第三变量( 即调节变

量) 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或者强度产生系统性的影响。② 换句话说，当

第三变量的强度发生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由正向变为负向( 或者由

负变为正) ，或者原本正向( 负向) 关系加强或者减弱。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经济受

惠度 /发展主义倾向的变化会改变自变量( “中国影响大小”) 与因变量( “东亚周边国

家民众对该影响的评价”) 之间关系的方向: 经济受惠度高 /发展主义倾向强，两者呈

正向关系; 而经济受惠度低 /发展主义倾向弱，两者为负向关系。由于前文没有介绍自

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的测量，下文首先说明它们的测量表以及均值。

( 一) 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自变量是这九个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具体问题、赋值方法和均值

见表 4。第一个调节变量是经济受惠度，由六道题目( ABSQ1 － Q6 ) 的分数加总而得。

具体问题、赋值方法和均值见表 4。这六道问题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770”，显示出

相当高的信度，特别是考虑到 α 系数通常在数目比较少的时候会比较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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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WDI) ，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cn /data-catalog /world-de-
velopment-indicators，访问时间: 2016 年 2 月 14 日。本文之所以使用 2013 年数据，考虑到 ABS 第三轮调查大部分

国家完成日期是 2012 年左右。
有关调节效应方法的介绍，可以参考 Leona S． Aiken and Stephen G． West，Multiple Ｒ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Newbury Park，California: Sage，1991; 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调节效应和中介效

应分析》，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7 页。



第二个调节变量是发展主义倾向，具体问题赋值方法和均值见表 4。在后续的回归分

析中我们将把它们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有关因变量“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和其他控制

变量的介绍见前文部分。

表 4 调节效应变量的测量方法

变量 调查问题 测量量表 均值

中国影响力
大小①

您认为中国对贵国的影响程度如何?
( ABS Q160)

1—4 表示“一点影响也没
有—影响非常大”

3. 21

经济受惠感
受度

您怎么评价贵国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 /
您家庭的经济状况? ( ABS Q1 /Q4)

1—5 表示“非常差—非常
好”

2. 75 /3. 04

您怎么描述贵国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济状况
的改变? /未来几年内，您觉得贵国的经济
状况会怎样? ( ABS Q2 /Q3)

1—5 表示“更差—更好” 2. 96 /3. 43

与几年前相比，您觉得现在您家庭的经济
状况怎样? /未来几年内，您觉得您家庭的
经济状况会怎样? ( ABS Q5 /Q6)

1—5 表示“更差—更好” 3. 10 /3. 53

发展主义倾
向

如果一定要您在民主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选
择一 项，您 认 为 哪 一 项 最 重 要?② ( ABS
Q126)

1—5 表示“民主发展最重
要—经济发展最重要”

3. 73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注: 本研究删除了“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选项。

( 二)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一，我们以“中国影响力大小”为自变量，“经济发展受惠度”为调节

变量，“对中国影响评价”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调节作用模型( 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调

节效应多层模型，将第二部分的宏观和微观控制变量都纳入模型中，见表 5; 结果显示

调节效应显著。由于宏观变量系数不显著，且应用多层模型较难对调节效应模式进行

分析，我们接下来仅在微观变量模型中检验调节效应及其具体的调节作用模式) ，其

结果见表 6。结果证实经济发展受惠度显著调节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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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问卷没有直接问受访者关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大小，但是我们发现这道题的结果与宏观层面的经贸

依存度之间显著相关，且后续的调节作用模型中我们加入其他宏观变量以控制其他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影响( 见

表 5) 。
该测量中同时涉及了对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看法，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感谢匿名评审的意见。考虑到前

文已经界定发展主义价值观为“强调经济发展优先于其他社会事务的判断”，且题目中要求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民

主进行重要性排序，所以，尽管题目包含对民主认同度的看法，我们仍然使用这个问题来测量发展主义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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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调节效应多层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1
调节变量: 经济受惠度

模型 2
调节变量: 发展主义倾向

国家变量

政府关系
0. 050

( 0. 040)
0. 058

( 0. 037)

历史恩怨
－ 0. 088

( 0. 135)
－ 0. 119

( 0. 126)

官方援助 ODA
0. 038

( 0. 062)
0. 019

( 0. 058)

领域争端
0. 255

( 0. 132)
0. 217

( 0. 123)

贸易关系
－ 0. 048

( 0. 029)
－ 0. 050

( 0. 027)

投资关系
0. 025

( 0. 021)
0. 026

( 0. 019)

个体变量

性别
0. 005

( 0. 018)
0. 002

( 0. 018)

年龄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教育水平
0. 020

( 0. 015)
0. 013

( 0. 015)

社会地位
0. 011*

( 0. 005)
0. 018＊＊

( 0. 005)

经济地位
－ 0. 009

( 0. 008)
－ 0. 003

( 0. 008)

中国影响力大小
－ 0. 088

( 0. 045)
0. 021

( 0. 026)

调节变量
－ 0. 129*

( 0. 050)
－ 0. 082*

( 0. 042)

交互效应: 中国影响力大
小 × 调节变量

0. 271＊＊

( 0. 065)
0. 150＊＊

( 0. 047)

截距项
0. 090

( 0. 307)
0. 203

( 0. 287)

var( μ) 0. 019 0. 016

var( ε) 0. 714 0. 725

样本数 8580 9245

国家数 9 9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中国外交部、IMF、UNCTAD 等数据自制。
注: 因变量为对中国影响评价，括号里为标准差，* 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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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经济发展受惠度对中国影响力大小与中国影响评价关系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0. 037* 0. 029* 0. 029*

年龄 － 0. 145＊＊ － 0. 092＊＊ － 0. 090＊＊

教育水平 － 0. 135＊＊ － 0. 115＊＊ － 0. 115＊＊

社会地位 0. 089＊＊ 0. 051＊＊ 0. 051＊＊

经济状况 － 0. 050＊＊ － 0. 055＊＊ － 0. 053＊＊

中国影响力大小 0. 076＊＊ － 0. 168*

经济发展受惠度 0. 198＊＊ － 0. 045

中国影响力大小 × 经济发展受惠度 0. 328＊＊

Ｒ2 0. 041 0. 079 0. 081

ΔＲ2 0. 041＊＊ 0. 037＊＊ 0. 003＊＊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注: 因变量为对中国影响评价。表中报告的均为标准化的系数。* p ＜ 0. 05，＊＊p ＜ 0. 01。

之间的关系。首先，模型 1 纳入被试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研究的控制

变量。模型 2 将中国影响力大小和经济发展受惠度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影响

力大小( β = 0. 076，p ＜ 0. 01) 和经济发展受惠度( β = 0. 198，p ＜ 0. 01) 均与对中国影响

评价存在显著正相关。模型 3 检验经济发展受惠度是否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

影响评价之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把中国影响力大小和经济发展受惠度的交互项( 中

国影响力大小 × 经济发展受惠度) 纳入模型中，结果显示，该交互项( β = 0. 328，p ＜

0. 01) 对中国影响评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经济发展受惠度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

国影响评价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为了检验该调节作用的模式，我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simple slopes analysis) 。①

如图 2 所示，在经济发展受惠度较低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消

极( simple slope = － 0. 506，p ＜ 0. 05) ; 而在经济发展受惠度较高时，认为中国的影响

越大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积极( simple slope = 0. 182，p ＜ 0. 05) ，因此，假设一得到证

实。另外，从斜率的绝对值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受惠度较低时所产生的调节作用

·641·

中国的经济影响与东亚国家民众对华评价


① Leona S． Aiken and Stephen G． West，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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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受惠度较高时的调节作用。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受惠度较

低的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很容易变得负面。

图 2 经济发展受惠度对中国影响力大小与对中国影响评价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为了验证假设二是否成立，我们建立第二个调节作用模型，其结果见表 7，发展主

义倾向显著调节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的关系。首先，模型 1 纳入被

试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2 进一步纳入中国影响力大

小和发展主义倾向，并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大小( β = 0. 071，p ＜ 0. 01) 和

发展主义倾向( β = 0. 098，p ＜ 0. 01) 与对中国影响评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模型 3 检

验了发展主义倾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评价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把中国影响力

大小和发展主义倾向的交互项( 中国影响力大小 × 发展主义倾向) 纳入模型中。结果

显示，该交互项( β = 0. 164，p ＜ 0. 05) 对中国影响评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发展主义倾

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为了检验该调节作用的模式，我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3 所示，在发展主义

倾向较低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人就会对中国影响评价越消极( simple slope =

－ 0. 166，p ＜ 0. 05) ，减弱作用显著; 而在发展主义倾向较高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

人对中国影响评价越积极( simple slope = 0. 144，p ＜ 0. 05) ，提升效应显著。上述结果

证明假设二成立，而且两者斜率的绝对值接近，说明发展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强度在

该变量较高和较低时基本相当，但是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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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发展主义倾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与对中国影响评价关系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0. 034* 0. 034* 0. 034*

年龄 － 0. 139＊＊ － 0. 142＊＊ － 0. 141＊＊

教育水平 － 0. 137＊＊ － 0. 140＊＊ － 0. 139＊＊

社会地位 0. 089＊＊ 0. 091＊＊ 0. 091＊＊

经济状况 － 0. 045＊＊ － 0. 045＊＊ － 0. 045＊＊

中国影响力大小 0. 071＊＊ － 0. 011

发展主义倾向 0. 098＊＊ － 0. 044

中国影响力大小 × 发展主义倾向 0. 164*

Ｒ2 0. 039 0. 054 0. 054

ΔＲ2 0. 039＊＊ 0. 014＊＊ 0. 001＊＊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注: 因变量为对中国影响评价。表中报告的均为标准化的系数。* p ＜ 0. 05，＊＊p ＜ 0. 01。

图 3 发展主义倾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与对中国影响评价关系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五 基于调节作用的分析

在验证经济受惠度和发展主义的调节作用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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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评价。首先，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国家民众感知的经济受

惠度高、哪些国家民众发展主义倾向强?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根据东亚九个国家的经

济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均值，采用聚类分析( K － 均值) 的方法将它们分为差异显著

的几个组，见表 8 和表 9。① 就经济受惠度而言，结果显示这九个国家可以分为高中低

三组( 见表 8) ;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高，日本和韩国最低，其他处于中间。在发展主义

倾向上，结果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 印尼最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强，新加坡、柬埔寨、

蒙古国、韩国和泰国较弱，日本最低( 见表 9) 。

表 8 经济受惠感受度在东亚周边国家聚类分析结果

类型 国家( 均值)

高 马来西亚( 21. 95) 、新加坡( 21. 08)

中 柬埔寨( 20. 41) 、印度尼西亚( 19. 74) 、泰国( 19. 47) 、菲律宾( 19. 37) 、蒙古国( 19. 21)

低 韩国( 16. 23) 、日本( 14. 97)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注: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p ＜ 0. 001) 。

表 9 发展主义价值观在东亚周边国家聚类分析结果

类型 国家( 均值)

极强 印度尼西亚( 4. 26)

强 马来西亚( 3. 99) 、菲律宾( 3. 90)

较弱 新加坡( 3. 78) 、柬埔寨( 3. 7) 、蒙古国( 3. 63) 、韩国( 3. 6) 、泰国( 3. 54)

极弱 日本( 3. 3)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ABS 第三轮调查数据自制。
注: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p ＜ 0. 001) 。

本文第二部分发现这些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和其民众对中国评价呈现显著

负相关; 这些国家可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组别: 第一组是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蒙古

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很高，但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比较负面; 第二组是东南亚的菲

律宾、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虽与中国经济依存度稍低，但是民众评

价比较正面( 泰国国民的评价“一般”) 。以下将结合相关指标的调节作用来说明这两

个组别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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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 K － 均值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其聚类效果较其他方式更好，并可以根据需要预先指定 K 值。



第一，对于日本、韩国和蒙古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在经济发展受惠度指标上比较低

( 见表 8) ，特别是日韩两国，显著地低于其他国家; 且他们在发展主义倾向指标上也较

弱( 见表 9) ，日本的发展主义倾向极弱，而韩国和蒙古国较弱。由于这两个变量在较

低的情况下会反向调节中国影响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关系，特别是低经济发展

受惠度的反向调节作用非常显著，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虽然中国与这三国的经贸

依存度很高，其民众也认为中国对该国影响力很大( 日本、韩国和蒙古国民众中，认为

中国对其“有影响”和“有很大影响”的比重占总人数的 94. 1%、92. 1% 和 87. 5%，在

这九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 ①，而他们对中国影响的评价比其他国家要负面

得多。

为什么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比较弱呢? 经济受惠度高低与

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紧密相关，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其民众更容易感受

到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加。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日本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韩国也基本完成现代化，迈

入后现代化，两国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 日本) 。因此，民众经济发展受惠度的感

受较弱甚至很弱。由于中国经济对他们的影响更多是在增量上，换句话说，两国民众

清楚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且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两国自身经济发展减缓很难让两国

民众对中国在两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产生积极认可，尽管中国的作用有可能是有益

的。另外，由于日韩两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很高，日本和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ABS 调查年份) 分别是 46230 美元和 24156 美元，②社会主导思潮更趋于后物质主义

而发展主义较弱，特别是经历较长时间物质富足的日本社会。发展主义倾向弱的人大

多认为经济发展不是个人和社会最重要的目标，而更加愿意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平

等。考虑到两国自诩“西方式民主国家”，他们对于经济上崛起但是政治影响力仍然

有限的中国容易产生负面评价，当中国影响力越大会愈加抵制。

对于蒙古国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ABS 调查年份) 仅为 2650 美元，处于现代

化阶段，在 2012 年以前发展较快，但是该国民众的经济受惠度不高，在所有国家中，仅

仅高于日韩。这可能是由于蒙古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源开采等少数领域，经济

增长受益人群不是很广。另外，蒙古国民众的发展主义思潮本应该较强，之所以较弱，

可能与蒙古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向西方式民主制度转型的特殊路径和蒙古国民

众对物质享受的传统看法有关。具体说，由于民主化转型与经济自由化同时进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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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BS 第三轮数据。
http: / /data． worldbank． org． cn /，访问时间: 2016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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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民众将经济发展的期待与西方式民主政治转型挂钩，造成民众对民主政治与经济

发展的价值重合，对于经济发展的热情部分被民主政治所吸收。① 与日韩类似，该国

民众对于西方式民主的热情也会影响他们评价中国。而游牧民族在对待物质财富的

创造与享受方面也有不同于非游牧民族的特点。总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

展主义的反向调节作用，尽管该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但是蒙古国民众对中

国的评价比较负面。

第二，对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这组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的

经济受惠度较高，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 见表 8 ) ，这应该与这些国家在调查

展开期间( 2010—2012 年) 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有关。另外，这组国家的发展主义倾

向较强，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见表 9)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新加坡是世界

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ABS 调查年份) 高达 46570 美元，但仍然

比日本和韩国保持更强的发展主义倾向，这可能与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引导和

宣传有关。② 事实上，马来西亚作为接近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ABS

调查年份) 达到 10428 美元，其强烈的发展主义倾向同样应该与其威权主义政体有一

定关系。③

由于高经济受惠度提升了中国影响大小与对中国影响评价的正向关系，尽管这些

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低于日本、韩国和蒙古国，其民众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

力的评价比日本、韩国和蒙古国更加积极，特别是新马两国。另外，在这几个国家中，

由于多数人具有发展主义倾向，他们较为认可来自经济大国的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值

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和印尼虽然也是西方式民主国家，但是大多数国民具有强烈的发

展主义倾向，中国政治影响力有限的短板没有被放大。

另一个东南亚国家泰国，虽然处于现代化阶段，但是国民的经济受惠度不高，

且发展主义倾向显著较弱。在九个国家中其发展主义倾向仅仅高于日本，属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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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蒙古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论述，可以参阅 Ｒichard Pomfret，“Transition and Democracy in Mongo-
lia，”Europe-Asia Studies，Vol． 52，No． 1，2000，pp． 149 － 160; Verena Fritz，“Mongolia: The Ｒise and Travails
of a Deviant Democracy，”Democratization，Vol． 15，No． 4，2008，pp． 766 － 788。

有关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论述，可以参考 George Cherian，“Consolidating Authoritarian Ｒule:

Calibrated Coercion in Singapore，”The Pacific Ｒeview，Vol． 20，No． 2，2007，pp． 127 － 145。
有关马来西亚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论述，可以参考 Garry Ｒodan，Transparency and Authoritarian Ｒul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nd Malaysia，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4; Dan Slater，“Iron Cage in
an Iron Fist: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 in Malaysia，”Comparative Politics，Vol．
36，No． 1，2003，pp． 81 － 101。



较弱的类别，这可能与国内的宗教以及政治体制的摇摆与更迭有一定关系。① 与之

相对应的是，尽管该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且经济依存度也较为紧密，但该国民众

对中国的认可度也低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柬埔寨，仅高于日、韩和蒙古国。

有学者认为泰国民众之所以对中国有负面评价是因为中国在当地的民间交流活

动中存在一些不 文 明 行 为，②而 本 研 究 的 结 果 从 发 展 主 义 角 度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解

释———由于民众对于来自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太积极，从而降低了他们对中国的

总体评价。

六 总结与讨论

东亚国家是中国经济影响的主要区域，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该地区日趋加强的经贸关系将会如何影响其民众对中国的

态度?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本研究发现，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的经贸依存度与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评价呈现

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与两个关键的调节变量———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展主义

倾向———存在密切关系。两个变量都存在双向调节作用，即在经济发展受惠度高和

发展主义倾向强的民众眼中，中国对其影响越大，他们对中国的评价越高; 而在经济

发展受惠度低和发展主义倾向弱的民众看来，中国对其影响越大，他们对中国的评

价就越低。

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拓展了海外公众对中国态度的研

究。现有的文献主要在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中展开; ③但由于软实力首先是一个国际政

治学的概念，强调国家作为权力施动者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种能力，因此，多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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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泰国的政治体制摇摆的论述，参阅 Michael K． Connors，“Article of Faith: The Failure of Ｒoyal
Liberalism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 38，No． 1，2008，pp． 143 － 165; Pei-Hsiu Chen，

“The Vulnerability of Thai Democracy: Coups d’etat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Modern Thailand，”Contemporary So-
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in Thailand，Springer: Netherlands，2014，pp． 185 － 207。

张锡镇:《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载《东南亚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2—27 页。
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和衡量标准，参见 Joseph S． Nye，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ity: Public Affair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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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侧重于中国政府及其行为如何影响海外公众对中国的评价，①如中国的政治制度

模式和价值观( “北京共识”) 、②中国的外交政策③以及政府主导的文化项目( 如孔子

学院) 等，④较少涉及海外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外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然而，中国对外

经济影响已经成为外国公众形成对华认知和评价的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发现东亚

民众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价会受到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这

些发现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越南这种发展主义倾向强的国家，即使中越存在领土

冲突和历史恩怨，中国在当地的软实力仍然强劲。⑤ 为什么中国在非洲和大洋洲等处

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的投资比较容易获得该地区公众的良好评价，然而，中国增加对

欧洲和美国等后现代化阶段国家的投资，公众的评价则要负面得多?⑥

本文的发现同时还丰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不仅修正了新功能主义的观念

“溢出效应”的发生条件，还从建构主义角度说明相关社会思潮如何调节民众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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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
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Basic Books，2010; 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Ｒules the World: The
Ｒ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London: Allen Lane，2009; Sheng Ding，“To
Build a‘Harmonious World’: China’s Soft Power Wie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
ence，Vol． 13，No． 2，2008，pp． 193 － 213. 有关国内学者有关软实力研究，可以参见章一平:《软实力的内涵与外

延》，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1 期，第 54—59 页; 约瑟夫·奈著，王缉思、赵明昊译:《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

其对美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6 期，第 6—12 页; 门洪华: 《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 上) 》，载

《国际观察》，2007 年第 2 期，第 15—26 页。
Joseph Cooper Ｒ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May 2004; 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0;

Minglu Chen and David S． Goodman，“The China Model: One Country，Six Autho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21，No． 73，2012，pp． 169 － 185．

Young Nam Cho and Jong Ho Jeong，“China’s Soft Power，Discussions，Ｒesources，and Prospects，”Asi-
an Survey，Vol． 48，No． 3，2008，pp． 453 － 472．

James F． Paradis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Ｒ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
s Soft Power，”Asian Survey，Vol． 49，No． 4，2009，pp． 647 －669; Falk Hartig，“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Ｒise of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 17，No． 1，2012，pp． 53 － 76; Leung Chi-Cheng and Hilary du
Cros，“Impac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 12，No． 2，2014，pp． 66 － 86．

Min-hua Huang and Yun-han Chu，“The Sway of Geopolitic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I-
dentity: Why Are Some Asians More Favorable Toward China’s Ｒise than The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3，No． 24，2015，pp． 421 － 441; Bridget Welsh and Alex Chang，“Choosing China: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a Mode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93，No． 24，2015，pp． 442 － 456．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9，2009，pp． 728 － 759;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African Studies Ｒeview，Vol． 50，No． 3，2007，pp． 75 － 114; Dilip K． Das，“China and the
Asian Economies: Mutual Acceptance，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Interactive Dynam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22，No． 84，2013，pp． 1089 － 1105; Ingrid D’Hooge，The Limit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2010．



一体化的看法，从而解释经济一体化在民众层面所遇到的动力和阻力。由于新功能主

义主要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实践，建立在欧洲各国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主义倾向的

基础上，认为经济融合必然带来观念改变和认同产生。但是，本研究通过采用中国与

东亚各国的案例，发现经济依存不断加深未必导致观念“溢出效应”; 只有当各国民众

同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受惠度感受和较强的发展主义倾向时，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

才有可能带来观念“溢出效应”。本研究的发现还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东亚区域经

济合作并没有带来民众间的信任，进而未能推动政府间的合作，导致东亚区域一体化

进展非常缓慢。①

最后，上述发现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如果希

望经贸合作能够带来持续性的效果，投资和贸易应该更多考虑那些民众对经济发展受

惠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即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

不仅是受惠于中国的参与，其民众也倾向于对参与的国家产生好感。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如果经济发展只是惠及小部分民众，即使经济发展数据增长迅速也未必带来民众

经济受惠度的广泛增长。本研究中的蒙古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另一个需要考虑的

因素是民众的发展主义倾向。一般来说，经济处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其民众的发展

主义倾向应该较强烈。但是，两者的关系并非绝对。在本研究中，蒙古国和泰国虽然

经济处于现代化阶段，其发展主义倾向甚至低于新加坡这样高度现代化国家。当然，

重视这两个指标并不是说投资和贸易不应该首先考虑经济收益，只是国家和相关企业

需要对当地民众在这两组指标上有一个基本的研判，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并以各种方

式进行舆论引导以减少可能的损失。

( 截稿: 2016 年 12 月 责任编辑: 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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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东亚一体化进展的讨论，参见 Ｒichard Stubbs，“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Ｒegional-
ism?”Asian Survey，Vol． 42，No． 3，2002，pp． 440 － 455; Ｒichard E． Baldwin，“Managing The Noodle Bowl:
The Fragility of East Asian Ｒegionalism，”Singapore Economy Ｒeview，Vol． 53，No． 3，2008，pp． 449 － 478; Zhang
Yunling，China and Asian Ｒegionalism，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10; 郑先武: 《区域间合作与东

亚区域主义》，载《国际观察》，2009 年第6 期，第47—54 页; 夏立平:《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载《当代亚

太》，2005 年第 6 期，第 17—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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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ast Asia is of primary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How will China’s increa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affect their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China? This is a question of

both theoretical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c-

tivities，and it has yet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is study， by adopting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finds that China’s economic interactions with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countries’public evaluation of

China． In other words，countries with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end to

hold more negative public views of China．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rela-

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wo ideational factors，“percep-

tion of economic improvement”and“developmentalism”．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x-

isting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y building a nuanced“ideational spillo-

ver effect”model based on the New Functionalism． It also puts forward a new expla-

nation for motivation and resistance at the public level f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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